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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长期以来，理论界针对休谟问题争论不止。休谟问题引入法学领域后也持续引发讨论，作为在法学发展

中长期占据重要地位的自然法学派亦无法回避这一问题，然而古典自然法学从“实然”到“应然”的推

导在受到法律实证主义的冲击之后，如何处理好法学领域中的休谟问题成了自然法现代化的必经之路，

格里塞茨–菲尼斯新自然法学派的理论体系提出了崭新的自然法观念，揭示出本体论次序与认识论次序

的相反，试图从人在实践理性活动中所展现出来的认知结构来理解人类本性，又利用实践理性的不证自

明性与人的本性保持了距离，由此否定从“实然”推导到“应然”的过程，并基于自由意志和目的观念，

将人类幸福视为总体目标，从“人的主体性”又迈向“人的主动性”，完成了对休谟问题的处理，使自

然法焕发新的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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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Hume’s problem has long been a subject of persistent debate in theoretical circles. When intro-
duced into the field of jurisprudence, this issue continues to provoke discussions. The natural l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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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hool, which has long occupied a significant position in legal development, cannot evade this prob-
lem. After the derivation from “is” to “ought” in classical natural law was challenged by legal posi-
tivism, addressing the Hume’s problem in jurisprudence has become an inevitable path for the mod-
ernization of natural law. The theoretical system of the Grisez-Finnis new natural law school pro-
poses a novel conception of natural law, revealing the inverse relationship between ontological or-
der and epistemological order. It attempts to understand human nature through the cognitive struc-
ture manifested in practical rational activities, while maintaining distance from human nature 
through the self-evident nature of practical rationality, thereby negating the derivation process 
from “is” to “ought”. Based on concepts of free will and purpose, this school regards human flour-
ishing as the ultimate goal, progresses from “human subjectivity” to “human initiative”, completes 
its response to the Hume’s problem, and revitalizes natural law with renewed vit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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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许多法理学论文和著作中，休谟问题经常被提及，其往往作为一个学界既存的、内含诸多立场与

争议但无法更进一步予以论断的问题领域，因而成为复杂理论问题的代名词被直接使用，对于休谟问题

似乎形成了这样一个整体印象：休谟问题就是一个混杂着“是与应当、实然与应然、事实与价值”问题

的综合性问题，并且与法理学中诸多基础性问题(如法学的学科性质、法的规范性等)有着不可回避的联

系。然而，综观休谟问题的相关文献，可以发现其问题核心并不限于法理学领域，甚至可以说，其最初

所针对的内容与法学无涉，而是经由休谟之后的学者从哲学向伦理学、法学发展，形成了法理学界的问

题。为了本文内容阐述的逻辑连贯性，有必要从该问题的缘起入手，而后才能由整体到部分、宏观到微

观，对休谟问题在法理学界的影响以及法理学界不同法学流派对休谟问题所提出的挑战之应对方案予以

把握。 

2. 什么是休谟问题 

从休谟问题的形成来看，18 世纪英国哲学家大卫·休谟(David Hume)在《人性论》(1739~1740)、《人

类理智研究》(1748)及其相关著作中，针对从“是”到“应该”的推导问题进行了论述，认为二者的推导

缺乏逻辑依据，他说，“……可是突然之间，我却大吃一惊地发现，我所遇到的不再是命题中通常的‘是’

与‘不是’等连系词，而是没有一个命题不是由一个‘应该’或一个‘不应该’联系起来的。这个变化虽

是不知不觉的，却是有极其重大的关系的……”[1]休谟在此第一次提出了以“是”为连系词的事实判断

和以“应该”为连系词的价值判断的推导关系问题。同时，在这些著作中，休谟对于传统哲学中的理性

主义观点持批判态度，认为由于只能观察到事物的恒常联系，而不能证明因果关系的必然性，这就表明

休谟是一位坚定的经验主义者，认为所有知识都源于感官经验，进一步地，认为人的认知能力是有限度

的，对超出人类理解范围以外的一切认识持怀疑的立场，从而对经验知识的必然性和唯理论的独断论提

出了质疑[2]。此外，休谟还提出了道德情感主义，认为道德并非源于理性，而是源于情感。由此，这一

系列的质疑被之后的研究者统称为休谟法则或休谟问题。 

Open Access

https://doi.org/10.12677/ass.2025.14982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郁晨翱 
 

 

DOI: 10.12677/ass.2025.149820 405 社会科学前沿 
 

从休谟问题的发展来看，休谟的质疑引发了大量学术界的讨论，最显著的是康德，他将休谟问题指向

“因果关系的认识地位问题”[3]，由此提出了对因果关系的先验论辩护。然而，法理学界探讨的休谟问题

的内容并不指向这一层面。孙伟平教授在《事实与价值》一书中，认为休谟问题实际上有两个哲学问题，

“其一是认识论或逻辑学意义上的‘归纳问题’或‘因果问题’，其二是伦理学或价值论意义上的‘是–

应该’问题或‘事实–价值’问题。”[4]他认为，在价值论层面，休谟将事实与价值进行了分离并对立起

来并认为“是”与“应该”之间并不存在任何天然的过渡桥梁，价值判断绝对不能从事实判断推导而来，

也即从事实判断中推导而得的价值判断没有正当性，然而，尽管休谟本人也尝试着运用自然科学的方法研

究伦理学问题，但休谟对于如何沟通事实与价值的鸿沟并没有作出太多努力[5]。从逻辑上来说，价值论层

次的问题是以认识论层次的问题为基础的，正如上文所提及的，认识论层次的问题一经提出就被同时代的

康德注意到，而价值论层次的这一问题长期被学者忽视或刻意回避，直到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才被重视，

彼时西方为了应对虚无主义危机，兴起了价值哲学，对于休谟问题又重新予以关注。 
因而，对基础问题的颠覆性理解，使学术研究无法从根本上避开这一问题，从先验哲学到科学哲学、

伦理学、政治哲学、法学界等，休谟的质疑引起了一系列不同立场的讨论，这些相关内容指向一个被笼

统地概括的“休谟问题”，但具体的问题定位则因学科的不同而有所区别。 

3. 自然法学中的休谟问题 

3.1. 问题的提出：法学语境下的休谟问题 

休谟问题的价值论层面涉及价值判断的正当性问题，即如果从事实判断推导到价值判断的过程无法

得以证明，那么就要否定这种推导过程，由此产生的问题就是价值判断是否存在正当性，若有，则其正

当性从何而来，“换个通俗的提法就是：道德的应然命题的可知性问题，道德的事实与物理的、化学的

事实具有相同意义的问题”[6]，也即“价值科学何以可能的问题。”[5]因而，若要解决休谟问题，需要

为价值判断的正当性寻找来源。 
在法学语境下，法学与价值判断关系紧密，从事实来看，价值问题贯穿法的每一过程——针对实在

法而言，在立法、司法、执法、守法的每一过程中相关群体都要为其涉法行为寻找理由，而理由中的实

体部分就是价值，例如，立法过程中立法者需要考虑法条所应体现的价值取向并进行价值衡量，司法过

程中法官需要解释法律中所蕴含的价值往返于事实与规范之间。因此，法律通常被认为与价值相关，又

或者说法律与道德的关系难以定论，例如阿列克西在《法概念与法效力》一书中，对于法与道德之间是

否存在必然关系，从参与者视角和观察者视角对于分离命题和联系命题进行考察，最后可以说是两个命

题打成了平手。因而，有学者总结道：“法学实际上是一种多重属性的人文社会科学，价值、规范与事实

共同构成了法学的三维空间。因此，法学语境中的休谟问题变得尤为复杂。”[5]由此得之，法学研究的

开展与法学本身的发展不可避免休谟问题，并且作为在法学发展中长期占据重要地位的自然法学派，其

理论也映射出了休谟问题，并且是最具有根本性的自然法的本质或正当性问题，而正是因为近代自然法

学派在本质上难以解决休谟问题，遭受到来自法律实证主义的重创而逐渐没落。当然，尽管自然法学受

到种种质疑，其在一定程度上也受到拥趸，例如认为其弥补了法律空白、可以此为理由批判实在法，或

者从一种功利的角度认为价值可以形成社会的共同法律情感，然而，从根本上，对于实然到应然的推导

无法证立这一核心冲击而言，说再多这些益处都是无用的，正如地基不稳固，其上再华丽高耸的建筑也

难以存在。因而，在自然法学视角下，有必要对休谟问题进行重新审视与处理。 

3.2. 问题的折射：近代古典自然法学派中道德命题的客观性 

自然法的一个吸引人的地方就在于我们可以通过纯粹的理性得到道德的真，满足我们心理上对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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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需要[6]。古典自然法学脱胎于中世纪自然法学，又将文艺复兴运动中复兴了的人文主义融入其中，

由此，将目光转向了“人”，而不再把一种“终极性”寄托于神或上帝，试图从人本身寻找社会生活秩序

的基础，并在此基础上构建政治法律体系，从人的本性、人的生存状态、人的权利或责任等全方位、多

层次予以展开，形成了较为自洽的证成逻辑体系。 
古典自然法学创始人胡果·格劳秀斯(HugoGrotius)有一句名言：“自然法是市民法之母，自然是市民

法之祖母”[7]，他试图将自然法的根基追溯至自然本身，认为万事万物有其固有的本性，万事万物的运

作也依照本性，由此可见，他将自然法的指涉对象扩及所有存在之物，这是一种对事物的终极性理解，

并且，他认为自然法是不可改变的，即自然法是客观的，“尽管上帝拥有无限的权力，但某些事物也是

他的权力所不及的。”[8]在狭义上，而后格劳秀斯将这种自然观进行对象的限缩而着眼于人本身，顺沿

着亚里士多德的思路，格劳秀斯将人的本性归纳为社会性与理性，人的社会性指引着个人与他人的交往、

合作，而人的理性指引人过有秩序的生活，之后格劳秀斯围绕这两类本性创设了人的道德义务，由此便

产生人的自然法。 
“三个自然”学说是古典自然法学的重要理论成果，其围绕自然状态、自然权利、自然法一脉展开，

构建起对自然法之本质或正当性的证成框架。首先，自然状态是古典自然法学家所设想出来的人类原初

社会的状态，不同法学家对其有各异的想象，但也都原发于对人之本性的设想与考证，例如最初对“三

个自然”学说进行详尽表述的霍布斯认为“人性恶”，自然状态是一种人与人之间相互残杀的战争状态，

这种状态下不存在正义、平等的概念(而不是基于存在正义、平等概念的情形下呈现所谓的不正义、不平

等)，此状态是以弱肉强食为自然法则的丛林状态；而洛克认为“人性善”，自然状态是一种自由、平等

的状态，这看似与霍布斯的观点截然相反，但其实从他在阐述其社会契约论的过程中对自然状态中权利

的不稳定性之担忧可以感受到，洛克也认为自然状态存在缺陷，或是由于人的差异性导致衡量标准的不

同而引发的争端，或是缺少执行者与居中的裁断者，由此导致人的自然权利时常有被侵害的风险，这表

明了即使是性善论之下的自然状态也并不可能是一种完满的状态。其次，关于自然权利，在对人的审视

中，自然法学家提出“天赋人权”，包含生命、自由、平等、安全等内容，然而正是处于上述所言的自然

状态，人的权利并不能得到充分的保障。最后，针对自然法，古典自然法学家认为人有理性，并能运用

理性发现一般法则从而摆脱自然状态，或者认为自然法就是理性，并具体表述了自然法的详尽内容。例

如，霍布斯认为，“自然律是理性所发现的戒条或一般法则。”[9]他将自然法的具体内容归纳为黄金法

则，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并第一个指出自然法的本质是道德[10]。又如，普芬道夫认为，人具有

理智性、社会性，但人同时又伴随着多样性和恶劣性，由此需要通过理性发现的自然法来克服人的弱点。

因而，这些学者的共通之处，那就是认为存在着客观的道德法则而且这些道德法则是可以通过理性的探

索来揭示的。 
综上所述，格劳秀斯基于对自然法则的事实构想，推演至人的本性，辅之以义务观，推导出了人的

自然法；“三个自然”学说，主张从人性论出发，构想自然状态、自然权利，以理性为主线发现自然法。

自然法学者为何要持久追求一种客观性？有学者认为，“自然法学者之所以要从事实陈述中得出一个

道德命题是为了建立道德规则的客观真理性，而且规避了验证的难题，”[6]也即追求一种确定性。然

而，这些源发于对自然的认识、对人性论的事实假设五花八门，针对自然论，不同学者的自然观各异，

而有什么样的自然观就会有什么样的自然法认识；人性论亦是如此。由此，古典自然法学者企图从客

观命题推导出应然命题的理论建设都符合从“是”推导到“应当”的过程，他们试图为道德命题寻找客

观真理，但是针对客观命题本身而言他们都无法得到其客观性，因而这些理论学说难以应对休谟问题

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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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新的应对：格里塞茨–菲尼斯新自然法学对休谟问题的处理 

4.1. 基本阐释 

格里塞茨–菲尼斯新自然法学派继承亚里士多德–托马斯主义的思想传统，试图将亚里士多德–托

马斯主义自然法理论从长期的各种误解与扭曲中解救出来，赋予它连贯一致的内容，并在此基础上阐发

一种现代的道德、政治和法律理论[11]。该学派肇始于格里塞茨(Germain Grisez)对古典道德理论的一系列

重新阐述，尤其是他对托马斯·阿奎那《神学大全》Ⅰ~Ⅱ第 94 题第 2 节的重新解读，以此写就的《实践

理性的第一原则》被视为该学派的基石，而后菲尼斯(John Finnis)因受到格里塞茨的影响，将自然法伦理

学、自然法政治学、自然法法理学、自然法神学予以融贯地考量，视实践理性为桥梁，认为(1) 自由选择

构成道德秩序，自由选择的原则是行为目的和选择理由；(2) 实践理性可以且已发现了人类的行为目的和

理由(即诸项人类基本善)；(3) 实践理性是自然法的首要原则[11]，由此通过实践理性将道德与法律联系

在一起，把格里塞茨所阐发的道德理论引入了法律领域，在其代表作《自然法与自然权利》(1980)中针对

自然法围绕实践理性、善(包括基本人类善与共同善)进行了详细阐述，由此引起了法学界的震动，以至于

亨利·维奇教授认为，菲尼斯使自然法教义在哲学立场上的地位发生明显转变。 
在《自然法与自然权利》一书中，菲尼斯对自然法理论有较为精细的重新建构。与近代古典自然法

学派类似，总体上菲尼斯也将目光聚焦于人，但是与之不同的是，菲尼斯认为自然法是关于人类自身的

体验，而不是从关于人性的形而上学命题和自然法的概念中通过逻辑推理得出的[10]，而试图从人在实践

理性活动中所展现出来的认知结构来理解人类本性[12]，因而该学派的核心点专注于实践理性以及实践

理性活动。菲尼斯在谈及其阿奎那体系下的自然法第一原则时说道，“这些原则不是由思辨性原则推论

而来，亦非从事实推论而来。这些原则不是从人性、或者善与恶、或者‘人的作用’等形而上学的命题

推论而来，也绝非由本性的目的论概念或者其他任何关于本性的概念推论而来。任何东西都不能推论或

者派生出这些原则，它们具有无源出性。”[13]由此，菲尼斯认为自然法是通过人的实践理性而掌握的，

并且作为自然法原则的实践理性是与思辨理性相对立的范畴，不能通过逻辑推理而得出，是不证自明的。 
关于其自然法理论的具体内容，因其认为道德秩序(行动秩序)是实践面向的，可以分别从认识论、方

法论两个层面予以认识。在认识论层面，菲尼斯认为自然法围绕人类幸福而展开，将人类幸福的基本形

式归纳为七项地位平等的基本人类善，即(1) 生命；(2) 知识；(3) 游戏；(4) 审美体验；(5) 社交(友谊)；
(6) 实践理性；(7) 宗教[13]。而在方法论层面，则以实践合理性的要求来实现人类幸福，他为实践理性

设定了九条要求[13]，即：(1) 有条理的人生计划；(2) 不恣意偏爱某个价值；(3) 不恣意偏爱某个人；(4) 
对生活保持超然态度；(5) 在狂热盲目与消极遁世之间保持平衡；(6) 考虑实现理性目的行为的效率；(7) 
尊重每一行为所蕴含的每种基本价值；(8) 共同善的要求；(9) 遵从自己的良心。 

综上，菲尼斯认为，自然法就是一组基本的实践原则、一组实践理性化的基本方法论要求和一组一

般的道德准则[13]，即在人类总体生活秩序之行为秩序的建构过程中，基于自由意志(因循了康德一脉的

实践哲学理论进路但又与之有所区别)回答“道德得以可能”，而进一步地，承袭亚里士多德–阿奎那一

脉的目的观念并结合实践理性回答“在道德的领域中，什么是最核心的东西”[14]——不证自明的实践理

性在实践活动中把握到“什么是好的东西”，即为“善”，而这种“善”作为道德的评价基础依旧处于前

道德领域。菲尼斯认为，人类行动被设想为一种自我规定的人类行动[14]，实践理性将人类幸福(或称为

人类完善)设为总体目标，分设出诸项平等且不可通约的基本形式，这一过程中又厘定出实践理性在人类

事务活动中“一种合乎理性的心灵状态，即所谓的‘德性’”[15]，即设定实践合理性诸项要求进行道德

化，形成了道德准则。由此，个体依据其自然倾向设定出总体多元且平等的行动计划，又在实践理性的

指导下不断践行各自的行动计划，以实现人类的总体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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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理论分析 

菲尼斯承袭自然法传统，认可自然法与道德的相关性，认为自然法是道德的理性基础，并将自然法

定义为一系列实践理性原则，但是又在内部区分了前道德性和道德性——前道德部分是基本人类善，即

基本人类善是前道德性的，而非道德性的，也即在实践理性的指导下人们出于对基本人类善的追求而产

生的行为可以是道德的，也可以是不道德的，并非所有追求基本人类善的行为都是道德的，因为其仍处

于道德评价的前置环节。菲尼斯认为，从前道德领域到道德领域，从实践理性原则到道德原则，从实践

理性首要原则到道德首要原则，都是注入了一系列中间原则，即实践合理性的诸项要求，这些中间原则

内在地包含着道德责任，并由此塑造着意愿行为[16]，从而指向具体道德行为的规范性。因而，为回应休

谟问题，对自然法之正当性的检验可以立基于对其理论中的核心关键要素——实践理性的检验。 
首先，正式谈论该学派的实践理性观之前，值得提及的是，在格里塞茨–菲尼斯新自然法学的理论

框架之外，菲尼斯在《自然法与自然权利》中针对“休谟问题”本身引发的“事实到规范的非法推导”展

开的分析，其落脚点正是实践理性。具体而言，菲尼斯认为休谟在《人性论》中关于“实然”与“应然”

的论述有两种最似是而非的解释，而在结合历史背景以及文本语境之后，他认为休谟实际意在抨击 18 世

纪理性主义，尤其指向萨缪尔·克拉克，菲尼斯认为休谟“攻击的核心就是主张对行为道德品质的理性

理解本身并不能给行为提供启发性指导”[13]，休谟认为真理与应当做什么的启发性结论之间存在空白，

但菲尼斯认为休谟无视“强制”“义务”“影响”的逻辑差别，对这一问题的考虑缺乏实践理性与实践原

则的可行概念。同样的，菲尼斯认为克拉克试图从“事物的永恒理性”推导出道德义务是失败的，因为

克拉克所指涉的行为之决定性理由并未涉及实践推理的逻辑，克拉克只走到了“行为适当合理”这一步，

而在涉及人的欲望(desire)、福祉、幸福时，并不存在克拉克所谓的必要且永恒的理性或事物适应性，即

超出了克拉克表述命题之不证自明性中“明显的”“共知的”范畴，难以在涉及人的欲望(desire)、福祉、

幸福时为行为寻找道德义务基础，更重要的是，克拉克没有考虑“行为适当合理”本身是否就是行为人

福祉的一个方面，这时菲尼斯就给出了其自然法理论核心概念之实践理性，认为“实践理性的基本范畴

就是有待追求与实现的善。”[13] 
其次，菲尼斯明确指出实践理性的不证自明性，以表明否定其自然法理论从“是”推导到“应当”的

立场，直指实践理性的非源出性。针对实践理性的不证自明性，菲尼斯认为这类似自然科学中的逻辑和

数理原则，他是这么表述的，“如果说这些原则已经被证明或者需要被证明，会有些唐突。但是，可以确

定的是，自然科学或者总的来说所有的理论学科隐含地依赖于那些未经证明、难以证明，但却具有非常

类似于阿奎那所说的实践理性基本原则所具有的不证自明性的知识性原则。”[13]因而，菲尼斯认为自然

法领域下的实践理性如同理论学科中的一般性原则一样，都是不证自明的，同时，他用知识之善(基本人

类善之一)的不证自明性来表明实践理性的不证自明性，认为实践理性的不证自明性就如知识的善——

“它不能得到表明，但同样它也不需要被表明[13]”，因为所有企图证明“知识不是善”的行为都是一个

自我推翻的命题，都存在一种述行矛盾(performative inconsistency)。 
然而，这种不证自明性的实践理性依旧会受到来自不同学派的诸多反对，例如在自然法学派的内部，

承袭阿奎那经典理论传统的托马斯主义自然法学抨击菲尼斯的理论丧失了形而上学基础，而不是一种真

正的自然法理论，菲尼斯则是利用人类事物的四种秩序予以回应，认为对于“应然”的研究归于道德秩

序，而针对道德秩序的研究应当在行动秩序这一维度下展开，托马斯主义自然法学关于事物本性或人类

本性的研究属于自然科学和哲学人类学的范畴，它们所解决的是“实然”的问题[17]。同时，菲尼斯还需

要面对来自法律实证主义对普遍性和经验验证的挑战。法律实证主义认为，在法律和道德的关系问题上

应当采取分离命题，法律与道德之间没有必然联系，强调法律有效性独立于道德评价。菲尼斯则在《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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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法与自然权利》的开篇即明确指出，“除非理论家本身参与了对哪些是真正有利于人类的东西以及确

实为实践理性所需要的东西评价和理解，否则他就不能对社会事实进行理论性地描述与分析”[13]，而分

析法学所运用的描述方法(他们自称试图“仅在不带价值判断特点的基础上确认法律”)其本身就是基于一

些无意识的价值预设，由此菲尼斯即从分析法学内部找到了突破的路径。 
最后，针对实践理性本身，菲尼斯在回击非自然法学家对于阿奎那自然法理论的误解时，归纳出他

们误解阿奎那从“是”推导到“应当”的三个可能的原因，第一是“自然法”这个语词本身可能让人联想

到人的本性，第二是既有自然法理论中确实有从“是”推导到“应当”的理论，第三是阿奎那基于对“存

在的整体秩序”一致性的期望，认为人的美德譬如“处于良好状态的同类事物中的任一优秀范例所具有

的美德”[13]，而乐于将人的美德视为人的本性，针对第三点，菲尼斯明确指出阿奎那的这种“视为”实

际的判断标准是实践理性(而非人的本性)，认为“‘本性’是形而上学思考的一个思辨性的附属物”[13]，
即实践理性与人性相符，人之善因符合实践理性而符合人的本性，人之恶与实践理性对立而与人的本性

相对立。另外，菲尼斯通过引用阿奎那“认识论原则”来揭示本体论次序与认识论次序的相反，针对“本

性–能力–活动–目的”，本体论次序是为从左到右，认识论次序则相反，即实践理性通过认识人的目

的而理解人的活动，把握人的能力，而后对人的本性产生认知，因而本体论次序的重点在人的本性，而

认识论次序的重点则在目的[18]，菲尼斯强调认识自然法根基的关键在于人如何认识人类本性，而人类本

质这个“是”已经表明了将某种“应当”深植于其中[19]，可以见得，其将解释性优先顺序置于实践理性

而非人的本性，以实践理性作为衡量标准，而实践理性又是无源出的、不证自明的，由此构成了该学派

自然法理论完整的逻辑链。 

5. 评价与反思：人的主体性与主动性 

托马斯主义自然法神学强调自然法与神法的紧密联系，认为自然法是上帝通过理性赋予人类的法则，

是神法在人间的具体体现，格里塞茨–菲尼斯新自然法学派批判继承了这一传统，但其神学色彩较淡，

他们试图将自然法理论从宗教神学的框架中解放出来，使其能够独立于宗教信仰而被理解和接受，其对

“上帝”的认识采取一种不可知论，将祂笼统视为自然与自然秩序产生的终极原因，而这种原因是非具

体化、非人格化的，只是为作为自然法理论核心的实践理性之来源创设了一种开放性，就像是法律实证

主义的凯尔森在处理法效力问题时虚置的基础规范那样——为了使整个法律体系能够有效运行，假设存

在一个法律体系的逻辑起点，它本身不是由更高一级的规范所创设，正如数学中的公理一样，基础规范

是法律体系中的公理，是人们为了构建法律体系而必须接受的前提，正如菲尼斯自己所说，“无论它们

在实践思想中被如何普遍忽视、误用或者挑衅，无论那些对人类思想进行理论反思的人对它们的认可是

多么地缺乏……它们就和会计学的数学原则一样有效(hold good)，即使在它们就像在中世纪银行界那样

不为人知或者被人误解的时候。”[13]因而，格里塞茨–菲尼斯新自然法学派不再进一步证明更高维度的

不可知事物，通过不证自明性进行阻断，转而将目光投射到人的主动性上面来。 
该学派认为人能在实践理性的指导下安排自己的生活秩序，采取一种有计划意识的目的论，通过实

践理性挖掘行为目的，并用行为目的来指导行为，也即用实践理性发现人的本性是道德性和正义性，终

极目的是实现人类幸福或人类完善，把七项彼此不可通约的基本人类善视作对人类幸福的分有，而基本

人类善的多元性决定了人类生活的多样性[12]，个体可以依照自己对基本人类善的理解有所偏好而构建

自己的人生计划，因而个体的人生计划是多元但平等的。由此表明，格里塞茨–菲尼斯学派是在承认现

代生活的多元性的基础上来建构他们的自然法理论的[12]，该学派将古典自然法学“人的视角”往前推了

一步，从“人的主体性”又迈向“人的主动性”，为实践理性的来源增加了开放性，但通过不证自明性对

于不可知事物就此阻断，放弃进一步的追问或设想，专注人的主动性，认为在社会实践中人类能够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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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理性过一种持续追求幸福的生活。 
由于格里塞茨–菲尼斯新自然法学派立基于实践理性，不追求古典自然法学视野下理性因源于人性、

源于自然而造就的客观性，将目光转向了人类规划生活秩序的主动性，就这样，在实践生活中运用实践

理性实现从“应然”到“应然”的过程，规避了休谟问题，完成了经典自然法的蜕变，焕发新的生机以完

成自然法的现代化。然而，尽管如此，关于理论核心的实践理性之不证自明性争议颇多，脱胎于阿奎那

自然法理论的思想仍为其理论蒙上一层神秘色彩，并不能为所有人所接受，该学派丰富的理论内涵会使

得对其学派的支持理由被归向信仰一层，因而随着格里塞茨–菲尼斯新自然法学派的逐步壮大，也需要

其后继者对之进一步的阐释。 

参考文献 
[1] (英)休谟. 人性论[M]. 关文运,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6: 505.  

[2] 刘张华. 从休谟问题到休谟定律的思考[J]. 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 2010, 31(1): 77-81.  

[3] (英)卡尔∙波普尔. 客观知识——一个进化论的研究[M]. 舒炜光, 等, 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7: 95.  

[4] 孙伟平. 事实与价值[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6: 2.  

[5] 王彬. 事实与价值二分的法哲学检讨[J]. 学习与探索, 2010(6): 91-94.  

[6] 王孟林. 休谟问题与自然法[J]. 河南司法警官职业学院学报, 2007(4): 83-86.  

[7] 严存生. 法本乎自然——以格劳秀斯为切入点[J]. 东方法学, 2013(4): 15-27.  

[8] (荷)格劳秀斯. 战争与和平法[M]. (美)弗朗西斯 W∙凯尔西, 等, 英译, 马呈元, 译. 北京: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18: 42.  

[9] (英)霍布斯. 利维坦[M]. 黎思复, 等,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9: 98.  

[10] 严存生. 西方法律思想史[M]. 北京: 法律出版社, 2015: 109-113, 351.  

[11] 杨天江. 英语世界自然法理论复兴中的格里塞-菲尼斯学派[J]. 苏州大学学报(法学版), 2019, 6(2): 27-38.  

[12] 吴彦. 格里塞-菲尼斯自然法学说的哲学预设——一个批判性的考察[J]. 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1, 63(1): 
136-151.  

[13] (英)菲尼斯. 自然法与自然权利[M]. 董娇娇, 等, 译. 北京: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5: 19-55, 72-75, 84-103.  

[14] 吴彦. 菲尼斯实践哲学概要[J]. 苏州大学学报(法学版), 2019, 6(2): 12-17.  

[15] 吴彦. 如何理解菲尼斯的“Practical Reasonableness”? [J]. 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3, 34(5): 82-91.  

[16] 杨天江. 作为实践理性原则的自然法——格里塞-菲尼斯学派对阿奎那自然法理论的新发展[J]. 金陵法律评论, 
2011(2): 69-80.  

[17] 吴彦. 菲尼斯的新古典自然法理论: 基本意图和路径[J]. 复旦政治哲学评论, 2010(2): 98-116.  

[18] 胡悦, 史彤彪. 论实践理性自然法之不证自明性[J]. 浙江社会科学, 2024(3): 69-78, 157.  

[19] 田夫. 菲尼斯新古典自然法理论的渊源[J]. 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 2013, 21(4): 77-90.  

 

https://doi.org/10.12677/ass.2025.149820

	格里塞茨–菲尼斯新自然法学对休谟问题的处理
	摘  要
	关键词
	The Grisez-Finnis New Natural Law Theory’s Approach to the Hume’s Problem
	Abstract
	Keywords
	1. 引言
	2. 什么是休谟问题
	3. 自然法学中的休谟问题
	3.1. 问题的提出：法学语境下的休谟问题
	3.2. 问题的折射：近代古典自然法学派中道德命题的客观性

	4. 新的应对：格里塞茨–菲尼斯新自然法学对休谟问题的处理
	4.1. 基本阐释
	4.2. 理论分析

	5. 评价与反思：人的主体性与主动性
	参考文献

